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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对我国社会稳定有序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挖
掘群体性事件治理困境并形成学理逻辑,对于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优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

文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以 81 例邻避型群体事件为研究对象,建立事件学习网络,进行网络关键事件识别和网络

学习特征分析。 研究发现,已发生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同类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

更容易被学习;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促进了认知固化。 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学

习的有效性、探索政府决策的主动学习路径、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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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ocial Learning Networks in Mass Incidents:
The Example of NIMBY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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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ss incidents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stable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ss incidents, the excavation of the
dilemma of mass incident govern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doctrinal logic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mass incidents and optimi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ased 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ent learning network with 81 cases of mass incidents caused by NIMBY and conducts
network key event identification and network learning feature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an event that has already occurre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imilar events; event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likely to be learned; the learning process between group events promotes cognitive
solidifica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government response to mass incidents, exploring active learning paths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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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的网络社会背景与多种社会矛盾凸显

的风险因素叠加,同时公民的权利意识、对自身利

益的关注以及政治开放性不断增强,导致各种类

型群体性事件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对社会稳定有

序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防

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

国家安全屏障。 因此,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频发

的原因,对于政府提高群体性事件治理能力,完善

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关

联程度增加,社会记忆得以加强,群体性事件的表

现形式和处置结果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从群体

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一
是制度性因素,认为政府决策过程缺乏广泛的公

民参与,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二是政

治性因素,认为民主政治进程的加快,使得公民追

求更广泛的政治权利;三是结构性因素,认为政府

决策结果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分配不均。 同时,在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表现出“小闹小解决,大
闹大解决”的治理困境,并且在互联网的催化下,
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呈现出群

体性事件处置结果固化的现象。 复杂、动态的外

部环境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群体性事件

的产生也造成了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政府公信力

受损等多输局面。
由于互联网与现实世界交互越来越密切,现

实世界中的信息不断被上传到网络空间中,从而

保留人类在现实世界的行为痕迹[1]。 基于此,互
联网能够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进行记录,形
成“记忆”进行保存和传播,从而将群体性事件建

立认知层面的联系。 因此,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中

的社会学习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理解民众

及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基础,更好地理解其

行为逻辑,从而实现社会精准治理。
一、基于学习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一)基于学习视角的多案例的群体性事件的

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多案例、多样本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理清群体性事件背后复杂

的因果机制,把握事件动态演化的本质和规律。
比较早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运用扎根理论方

法。 如向良云(2012) [2] 结合典型群案例,对我国

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升级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和

变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构建了重大群体性事件

升级 演 化 影 响 因 素 的 概 念 模 型; 侯 光 辉 等

(2014) [3] 将 2007—2013 年间国内主要邻避事件

作为研究对象,建立邻避事件演进的整合性归因

模型;朱代琼等(2020) [4] 从个人、环境、行为 3 个

方面对 20 个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社会情绪的影响

因素进行探究;詹承豫等(2019) [5] 通过对 2003—
2017 年共 30 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

析探究影响政府采用不同风险沟通方式的关键因

素。 通过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归因分析,意味着用

于研究的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如行

为主体、行为特征、发展阶段、影响结果等,从而能

够通过多案例比较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的分析、总
结归纳,实现知识的学习和新知识的产生。

(二)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研究

“扩散”意味着信息、状态、行为等特征在行为

主体之间的同化转移过程。 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研

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舆情的扩散,
通常认为依托虚拟社交网络平台(如微信、QQ、微
博、各类网络论坛等),行动者将自身情绪、认知、
行为进行传播和交流[6],促使个体行为的趋同[7],
激励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和发展[8 - 9],如 2011 年的

抢盐风波[10]、2017 年的“雪乡宰客” 事件[11] 等。
二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动员。 通过分析行动网络

中的结构和关系,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动员机

制[12]。 通过对扩散媒介的分析,研究群体性事件

中的情感动员、技术赋能等扩散路径[13]。 群体性事

件的扩散本质上是为其他行动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示范样本[14],从而降低其他参与者的参与成本并形

成情感和认知的认同,促使集体认同的产生。
(三)危机学习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地方政府进行组织学习是解决治理困境的有

效政策工具之一。 现有研究中认为政府社会学习

主要包括知识体系的认同与维护、依据现有知识

对执行策略的调整、风险知识的重塑 3 个层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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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社会学习机制能够对政府治理过程进行

系统反思,从而有助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16]。 随

着公众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地方政

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的复杂程度不断提

高[17]。 社会公众通过信息沟通、网络传播等途径

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学习,可能会加剧社会公众的

非理性认识。 因此,政府组织需要通过群体性事

件的不同的因素进行全面总结学习,从而规避或

者降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风险[18]。 面对像邻

避冲突中产生的“一闹就停”治理困境,政府与社

会公众需要通过社会学习来形成新的共识,推动

和优化群体性事件解决路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存在社

会学习关系,同时互联网为群体性事件中社会学

习提供了基础。 但现有研究仅通过对群体性事件

中的社会学习结果进行了定性分析,而对群体性

事件中的社会学习具体过程研究较少,对于群体

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结构、社会学习路径等尚不

清楚,未解释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事件

过程、事件结果、处置措施趋同的问题,如邻避事

件体现出的“一闹就停”治理困境。
二、群体性事件中社会学习的理论基础

(一)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会通过关注、观察和

模仿角色模范的行为来学习各种行为[19],并建立

起自己的认知架构(如心理结构),从而指导他们

模仿这些行为[20]。 Bandura(1977) [21] 将社会学习

界定为观察和群体内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学习,认
为学习者与其所处环境间存在重复性互动、学习

者改变环境、环境影响学习者的行为。 Fiol 等

(1985) [22]将其应用于组织研究并形成了组织学习

理论。 随后,社会学习逐渐被引入到其他学科,并进

一步丰富了社会学习的维度,如个体通过观察和与

社会环境互动学习、有关社会问题的学习、社会集合

体的学习、集体决策程序的学习等[23]。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认知、行为与环境对人类

行为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社会行

为与互联网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人类社会正逐

步被映射到网络空间中[24 - 25]。 当前研究表明,网

络空间的存在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习提供了基础

环境。 比如说,网络空间中对于身份表达、形成、
巩固、维护和谈判提供了公开、自由的场所[26]。 在

网页、博客、论坛等社交媒体中,人们通过图标、符
号、图像、叙事和话语策略来影响构建自己的身

份[27 - 28]。 同时,在个人身份向集体身份转变方

面,博客等社交媒体具有促进作用[29 - 30]。 这些研

究表明,网络空间中的人类行为可以在一定的情

景中被模仿和习得[31]。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

化的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机器和信息网络进行共享

和传播。 信息网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代理机制,
扩充了社会学习渠道,提高了社会学习效率,对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频繁发

生的邻避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动机

网络空间保留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果,从
而形成组织记忆。 组织记忆是对组织存储的知识

与信息以及组织成员获得、存储和提取知识的过

程的一种隐喻[32 - 33]。 Moorman 等(1998) [34] 将组

织记忆分为与行动有关的过程性组织记忆和与事

实有关的陈述性组织记忆。 一个组织并不能真正

记忆,这些显性与隐性的知识是个体记忆在组织

状态下的集合体、学习效果的“存储器”,组织中的

成员通过组织学习、互动交流、经验分享等方式,
是组织中的知识资源不断延伸、增加了知识的存

量、扩充了组织记忆的内容[35]。 组织记忆的存在

促进了社会学习过程。 目前已有文献对群体性事

件中的社会学习进行了研究,认为公民在集体行

动中进行社会学习,群体性事件中的公民集体反

思是社会学习的一种表现形式[17],并且负面的、消
极的社会学习机制正在逐步固化,极大地影响了

社会矛盾的消解和社会风险源头治理目标的实

现[15]。 在政府社会治理方面,认为政府应急信息

公开叙事机制的固化,使得公众社学习过程受到

阻碍。 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时使用传统媒体

时,决策者能够对集体行动进行有效预测;而使用

社会媒体时,集体行动不确定性增加,提高了集体

行动治理难度[36]。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学习能够展

现群体性事件的学习路径,可能对治理群体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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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供帮助。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治理结果被相对完

整地保留在网络空间中,并对现实世界产生持续

影响。 本文以邻避群体性事件为例,通过收集近

10 年邻避事件文献记录,建立群体性事件社会学

习网络,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学习结构、社会学

习路径进行分析。
针对邻避事件的收集主要有两条收集路径。

一是通过对学术期刊进行检索。 众多学者对于邻

避冲突进行了大量的归因研究,研究过程提供了

大量的邻避事件信息,为构建邻避事件学习网络

提供了基础。 二是考虑到信息影响范围,本文通

过选取国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新闻网站(如百度

新闻、腾讯新闻、新华网、人民网、网易新闻、新浪

新闻等),以“年”为单位,对邻避相关新闻进行检

索,对发生的邻避事件进行汇总。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相关事件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

进行筛查从而建立事件之间的学习网络。 具体来

说,通过检索 A 事件中是否存在 B 事件信息进行判

断,从而确定事件之间的学习关系。 考虑到事件发

生过程以及政府处理时效,本文检索时间为事件发

生前 1 个月到事件结束后 2 个月以保证能够充分涵

盖事件全过程。 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对中泰垃

圾焚烧项目的发生时间为:2014 年 3 月至 5 月,则本

文对相应数据的检索时间为:2014 年 2 月至 7 月。
网络关系采用边列表的形式保存,通过 Ucinet

软件转换成矩阵格式,便于进行网络分析。 为方

便解读,本文对相关事件进行重新编码,最终形成

数据库。 数据库主要包括邻避事件列表(列出本

文使用的所有事件)、事件属性列表(对每个事件

的属性进行汇总,包括起止时间、发生地点、事件

类型等)、学习网络(邻避事件社会学习网络边列

表)。
四、分析结果

(一)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基本特征

本文研究共收集 81 例邻避事件,涉及 20 个省

份。 其中,广东省有 14 例、上海市有 11 例、浙江省

有 9 例、北京市有 8 例、江苏省有 8 例、其他省份有

1 ~ 4 例不等。 本文按照邻避设施属性,将邻避设

施分为 4 类,分别为污染类、心理类、风险聚集类和

化工类。 其中,污染类案例为 47 例,主要包括垃圾

焚烧厂、道路交通等设施;化工类为 15 例,主要为

PX 项目、电池厂等化工厂;心理类为 11 例,主要为

养老院、殡仪馆等设施;风险聚集类为 8 例,主要为

核电厂、核废料处理场等设施。
将邻避事件作为为网络节点,事件之间的学

习关系视为网络节点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非对称社群矩阵,利用 Ucinet 6 软件对邻避事件学

习网络进行可视化得到图 1。

图 1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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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粘性是指网络中节点间彼此行为的影响

力及节点的凝聚力,具体可以通过网络密度和网

络平均距离以及网络的聚类系数来说明。 具体来

看,邻避事件学习网络中共有 81 个节点,共有 77
对主体之间存在学习关系。 整体网络密度为

0. 012,节点之间联系较为稀疏。 节点之间的平均

距离为 2. 164,意味着学习网络中的各个事件只有

通过 2 ~ 4 个事件才能建立联系,事件之间的学习

关系存在一定的限制。 同时网络聚类系数为

0. 075,整体网络凝聚力较低,见表 1。
表 1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网络粘性测度结果

网络

指标

节点数
(Nodes)

连线数
(Lines)

密度
(Density)

平均距离
(Distance)

聚类系数
(Clustering
Coefficient)

学习网络 81 77 0. 012 2. 164 0. 075

(二)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关键事件识别

对于网络的中心度进行测度能发现不同节点

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通过对邻避事件学习网络

形成的网络进行测度,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到,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浙

表 2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中心度测量结果(前 10)
点度中心度 紧密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北京市海淀区反
对六里屯垃圾焚
烧发电厂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
电厂

浙江省嘉兴市海
盐县反对垃圾焚
烧厂

福建省厦门市海
沧区反对 PX 化工
项目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
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

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反对九峰垃
圾焚烧发电厂

福建省漳州市反
对古雷 PX 化 工
项目

广东省番禺区反对
垃圾焚烧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反
对 PX 事件

安徽省合肥市反
对高铁南环线工
程项目

辽宁省大连市反对
PX 项目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反对垃圾焚
烧项目

四川省成都市彭
州市反对 PX 事件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反对 PX 项目

广东省茂名市反
对 PX 项目

安徽省蚌埠市反
对九采罗化工厂

北京市朝阳区反对
高 安 屯 垃 圾 焚 烧
项目

浙江省宁波市镇
海区反对 PX 项目

上海市反对磁悬
浮交通交通工程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区反对白鸽湖垃圾
焚烧项目

湖北省仙桃市反
对垃圾焚烧厂

江苏省南京市反
对天井洼垃圾焚
烧项目

北京市昌平区反对
阿 苏 卫 垃 圾 焚 烧
项目

福建省厦门市海
沧区反对 PX 化工
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反
对高安屯垃圾焚
烧项目

广东省茂名市反对
PX 项目

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平望镇反对垃
圾焚烧厂建设

上海市普陀区反
对 垃 圾 焚 烧 厂
项目

福建省漳州市反对
古雷 PX 化工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汉
口市反对汉口北
垃圾焚烧发电厂

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反对垃圾焚烧厂”“福建省厦门

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反对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4 个节点的度数中心

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在整个学习网络中较

高,表明这 4 个事件在整个学习网络中影响力较

大,同时网民对其他事件进行检索有更高的可能

接触到这四个事件。 其中,“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

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

对 PX 项目”在整个网络中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

和紧密中心度,说明在整体网络中发挥重要的影

响作用。 而在整体研究中发现,这两个节点对于

中国邻避事件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作用。
(三)邻避事件学习网络学习特征

任何空间网络都是由不同属性的核心区和边

缘区构成。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各节点相

互联系,形成内紧外松的网络结构。 核心区各节

点间联系较为紧密,而处于边缘地区节点间联系

则比较稀疏[37]。 如表 3 所示,从测度结果来看,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北
京市朝阳区反对高安屯垃圾焚烧项目”“福建省厦

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四川省什邡市开

发区反对钼铜冶炼项目”等事件对于学习网络影

响较大。 随着影响不断加深,对于邻避事件进程

和结果产生影响。
表 3　 邻避事件学习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测度

事件名称 核心度

北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0. 68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 0. 511
辽宁省大连市反对 PX 项目 0. 186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反对 PX 项目 0. 186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 0. 175
福建省漳州市反对古雷 PX 化工项目 0. 167
四川省什邡市开发区反对钼铜冶炼项目 0. 146
云南省昆明市反对 PX 事件 0. 116
上海市反对磁悬浮交通交通工程 0. 108
北京市朝阳区反对高安屯垃圾焚烧项目 0. 105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同类事件

的发展过程造成深刻影响。 从上述结果来看,“北
京市海淀区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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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反对 PX 化工项目”、“浙江省宁波市

镇海区反对 PX 项目”等事件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且因为事件发生时间较早,在新的邻避事件发生

过程中,更容易被提及。 这意味着群体性事件之

间存在认知方面的连续性,尤其是初始事件的示

范效应对后续事件的影响深远,存在类似于社会

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会在后续

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被反复提及,并以此参与群体

性事件行动者的认知形成过程。
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被学习。 从凝聚

子群测度结果来看,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

被学习,主要体现在地区和设施类型特征方面。
推测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认知成本和参与成本

的降低。 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其发生原因、行动

主体等类似,更容易被学习。 如对于垃圾焚烧厂

引起的邻避事件,其原因主要为影响水源、二恶英

污染等。 不同因垃圾焚烧场建设而引起的群体性

事件中,事件引致原因的类似性,更有可能影响参

与者的认知,事件之间的学习概率也会增加,如对

垃圾焚烧厂相关事件检索中,“二恶英”会普遍被

提及;对 PX 项目相关事件检索中,“PX”会普遍被

提及;“环评报告”“信息不对称”等关键词普遍出

现在事件总结中。 二是工具导向性。 由于网络信

息查询过程的模糊性,在使用搜索引擎对相关事

件进行检索过程中,相同的关键词查询结果会被

关联,如用“垃圾焚烧厂”作为关键词,可以同时检

索出不同地区垃圾焚烧厂信息。 互联网工具通过

对同质性内容的推送,能够进一步激励了群体性

事件之间的学习。
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客观形成了认知

固化。 这种固化效应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群体

性事件的发生过程的固化,主要包括事件起因趋

同、引致因素趋同、事件各阶段的特征趋同等。 这

种固化特征一方面是由于被学习事件的示范效

应,另一方面是当前事件对被学习事件的模仿。
二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结果的固化,一方面“照章办

事”是目前政府解决民众需求的主要方法,由此出

现僵化特征,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不足,形
成信息不对称,进而致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认知存在偏差,出现政府治理失灵现象。 另一方

面,民众受到被学习事件的影响,期望达到被学习

事件的处理结果。 通过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所

导致的认知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邻

避设施建设存在“一建就闹,一闹就停” 的治理

困境。
(二)研究贡献

本文通过对样本案例建立事件学习网络,进
行网络关键事件识别和网络学习特征分析。 研究

发现,已发生事件的示范效应对同类事件的发展

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具有类似特征的事件更容易

被学习;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促进了认知

固化。 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中

组织学习的有效性、探索政府决策的主动学习路

径、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

启示。
第一,将单次事件拓展为类型事件研究,形成

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创新研究视角。 本文将应

急管理中的单次事件的经验总结拓展成对某一类

事件的社会学习。 采集相同类型的事件进行研

究,提高了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学习的有效性。 相

比于按照应急管理级别进行分析,本文提出的学

习路径更符合政府和民众学习过程。
第二,探索了群体性事件之间的被动社会学

习路径向主动学习转变的路径。 目前对于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中的组织学习研究聚焦于事件内学

习,并重点关注事件的处置过程。 这属于被动学

习,而本文将应急管理过程形成闭环,以期能够事

前进行主动学习。 在治理过程中不仅要选取代表

性民众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访谈,还要注重网络

调研,包括之前发生的类似事件,尤其是当地已经

发生的类似事件,以便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 本

文提供了应急管理中组织学习的方法与路径,能
够为政府快速准确锚定学习样本,提炼风险因素,
预估民众反应等提供有效指导。

第三,创新应急管理研究方法,优化应急管理

流程。 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之间社会学习网络的构

建,将应急处理与危机预防进行衔接形成理论闭

环,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应急管理流程。 采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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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集对事件特征构建学习网络,与多案例比较、归
因等研究方法相比较,更容易发现事件之间的规

律,进而提高政府应对和决策效率。
(三)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当前对于防范和化

解社会稳定风险要求,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对群体性事件案例库的建设,提高

利用知识库进行知识挖掘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之

间的社会学习过程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

了认知和实践基础,但同时也为政府进行组织学

习提供了有效素材,通过对群体性事件案例库的

建设以及对案例库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提高政

府组织决策效率,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治理过

程中的风险因素,提高政府对群体性事件治理

能力。
第二,重视典型事件的示范效应对社会公众

认知影响。 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学习过程提示政府

组织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终止

并不意味着事件影响力的终止,需要通过长时间

细致的政策、宣传指导来重塑公众认知。 典型事

件的示范效应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应对典型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认知偏差进

行及时有效纠正,如通过融媒体等方式拓展宣传

渠道,同时建立除了通过传统应急管理事件分级

外,还应建立事件影响力分级,针对不同影响力事

件选择不同的纠正措施。
第三,建立完善知识体系更新制度。 群体性

事件之间的社会学习过程导致群体性事件之间存

在复杂传递、引导关系。 因此,政府处理群体性事

件时,不应仅关注当前事件的发展过程,还需要对

该类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进行综合分析。 同时,利
用群体性事件案例库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进

行全面复盘并对相关事件处置措施进行比对总

结,从而建立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知识体系,并通

过制度性措施保障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迭代,以
提高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风险因素的感知敏感度,
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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